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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乡村建设期间，梁漱溟建构起一套修养话语体系，包括修养的作用、修养的着力点、修养的

方式等内容。这套话语体系为乡村建设中修养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理论依据，为我们重新审视乡村建设

的当代意义提供有益的观察视角。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可视作修养共同体的建构，这个建构仍然是重整

儒家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梁漱溟的儒家修养话语体系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道德修养的做法，另

一方面它有超出传统儒家修养观的地方，例如，梁漱溟看重启发普通民众的深心大愿，走平民化、大众化

的修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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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艾恺( Guy Alitto) 在《最后的儒家》中把梁漱溟说成是一位文化守成主义者，把他的乡

村建设描绘成儒家现代化的一个版本。艾恺的评价着眼于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看做是对于世界范

围现代化运动的一种守成主义的反应①。美国学者林琪( Catherine Lynch) 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视

为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运动的一部分②。有学者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具有空想性的社

会改良主义运动③。这些评价基本上是旁观者的宏观表述。从乡村建设参与者、亲历者的角度来

看，他们会把乡村建设运动描绘成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 笔者在《儒家生活世界》中把梁漱溟的乡

村建设看做是他建构儒家生活世界的实验，是他重整儒家礼俗、政治、心性生活世界的努力④。立

足于《朝话》、《乡村建设理论》等文献的分析，参与者会把乡村建设运动视作一场建构儒家修养共

同体的运动。修养共同体的建构是重整儒家心性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乡村建设的构思与反思中，梁漱溟形成了一套儒家修养的话语体系，这为修养共同体的建

构提供了有力的话语支撑。儒家修养的话语体系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修养的作用如何体现? 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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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着力点如何寻找? 修养的方式如何选择? 修养话语体系的意义如何呈现? 本文即围绕这四个问

题进行论述。

一、增强生命力: 修养的作用

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在不同语境里，有不同的界定。有从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角度，也

有从中国文化重建的角度界定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这些界定都可以从《梁漱溟全集》中找到文本

的依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为人们所忽略但甚为关键的是，梁漱溟曾从生命力量增强的角度界

定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由这一点出发，可以在更深层次上认识乡村建设的本质内涵。乡村建设

运动是“想启发每个人的生命力量，结合而成一大生命力量”①。乡村建设是个人和乡村的生命力

量不断扩充、生长的过程。

生命力的增强或扩充离不开修养功夫。什么叫修养? 梁漱溟的界定是这样的:“认识自己的生

命，认识人类的生命，而使生命之力量增强。我想这便是叫修养。”②这是从修养的作用之维来作界

定。这个界定包含几个意思: 第一，认识生命的过程是反思生命、让生命生长的过程。第二，要从认

识自己的生命开始，修养是从自己的生命充盈开始的，例如，要对民族的前途有宏观的把握，要发深

心大愿，为民族复兴求出路，每天要自我反省，要有规律生活。第三，生命是有力量的，修养体现正

面的能动的生命力量。

梁漱溟对修养作用的理解有切身的体会。他认为自己的短处在于对生命力的把控不能做到收

发自如、活泼有力。表面上看起来梁漱溟能做到合理的自我管理，但实际上他觉得有时是在勉强维

持自己的生命活力。“求到而做不到，这在我的确很苦，所以我求师求友之念极切，常想如何得遇哲

人救我一下。”③“求师求友”的过程就是建构修养共同体的过程。同道的师友正是修养共同体的成

员。梁漱溟的自我反思，表明他对于生命力弱化的体认和对于生命力扩充的期待。

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圣人之境。从修养的视角看，圣人的生命力是最强盛的，也是最自然的。

“这时心里是廓然大公的，生命是流畅活泼自然自得的，能这个样子便是圣人。”④精神的修养以圣

人生命的塑造为理想标准。学习儒家经典是精神修养的具体功夫之一。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内的研

究部的课程中，有王平叔讲授的《中庸》《论语》课程⑤。可见，儒家的修养观是乡村建设者平时学习

的内容。

近代以来，中国深陷内忧外患。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民族生命力较为衰败，乡村的生

命力也较为败落。在梁漱溟眼里，乡村的民众意志消沉，精神苦闷，没有奋发进取之意，缺乏正义公

道之心，行事颇为势利。这种种颓废的精神状态是生命力不强的表征。改变这种消极的局面，一定

要从改造精神状态入手，要从修养入手，也就是要从认识生命入手。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认识生

命、扩充生命力量的实践途径。

儒家一贯强调修身或修养之于君子人格、圣人人格培养的重要性。《大学》说: “知止而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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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潘光旦把定、静、安、虑、得视为自我修养的

五步功夫①。梁漱溟没有细分修养的步骤或次序，但从内涵上界定修养的本质，由此明了精神修养

的作用。

二、精神陶冶: 修养的着力点

如果说修养的作用在于增强生命力，那么，修养功夫的着力点在于陶冶精神。

对于乡村建设者来说，加强修养的着力点在于陶冶精神，明白服务乡村所需要的精神是什么。

精神陶冶包含三层意思:“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中国历史文化

的分析。”②这三层意思均体现在乡村建设的培训课程中。

着力点之一是指明合理人生态度和修养方法，这主要指启发大家树立深心大愿。深心指悲悯

之心。面对灾难而发的悲悯，还是普通的悲悯。更深层次的悲悯来自人生的反省，来自我应该成为

怎样的人的反思。大愿来自深心。儒家勉人立志，就是叫人发大愿，立大志，有大愿力。引发人们

的深心大愿，是要直面人的精神生命问题，洞察人的发展的多元可能性。乡村建设者一旦对人类生

命的发展趋向有直观的体验，自然就有深心大愿，树立为乡村建设服务的正确的人生态度。

着力点之二是点明人生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近代新旧文化的转换中，旧的价值尺度失去

效力，新的价值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面临很多有关家庭伦理、人伦关系等实际问题，无法解

答。这时候，需要有人引导，一起讨论人生实际问题，寻求解决之法，明确未来人生发展的前途是光

明的，树立进取之念。乡村建设者组成讲学团体，互相激励，克服人生的焦虑。

着力点之三是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挖掘民族精神之所在。近代以来，有识之士都在追求

民族复兴，乡村建设者也不例外。民族复兴需要创造新文化，但是创造新文化不等于抛弃所有传

统，需要对传统文化加以辩证的扬弃，从老根上发出新芽。在梁漱溟眼里，能发新芽的老根就是民

族精神。在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学习和分析中，辨别出真正的民族精神。在乡村建设中，需要讨论

如何应用民族精神于实践。这样，乡村建设就是一个富有民族精神自觉意识的运动。

据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部第一届学员刘溥斋回忆，精神陶冶课的主讲人之一陈亚三在北

京大学读书时曾受教于梁漱溟，他对儒学研究较多，被称为“小圣人”。他讲课不使用固定课本，给

学生讲传统道德修养内容，如讲孔孟的“仁”与“义”等思想，“主要讲述旧道德，目的是把学生陶冶

成有思想修养的人。”③训练部学员还被要求写日记，写日记被列为一门课。班主任会批阅学生的

日记，从中了解学生的思想道德变化情况。学员修读这些课程，就是在精神修养方面所下的功夫。

梁漱溟的精神陶冶说受到丹麦教育思想的影响。梁漱溟阅读孟宪承翻译的《丹麦民众学校与

农村》一书后，“恍然大悟”，对丹麦教育的根本精神有了深切的体会。通常以为丹麦教育一开始就

注重技能的训练和职业的培训，其实这个猜想错了。丹麦教育的创始者是几个极富宗教精神的人，

他们十分看重人格教育的魅力，这种教育被称作“人感人的教育”④，也被称作“人格感应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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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①。教育者是有高尚人格气息、有献身精神、有活力的人，他们用自己的人格精神感染受教育者

的思想，在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营造一种团结友爱的氛围，让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由的环境中感受生

命的净化，焕发内在的活力。丹麦教育从非实用的人格教育入手，结果却收到了实用的效果。

梁漱溟比较丹麦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做法，认为丹麦的民众学校侧重人生行谊的教育，而非侧重

知识技能的传授，这和乡村建设运动提倡的精神陶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的关键点在于让民

众有活力，在精神上占据主动。一旦民众的修养到位了，精神活起来了，愿意去学习技术，改良农

业，组织合作社，参与公共事务，那么，乡村建设的实验就有可能成功。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反其道

而行之，一开始就从实用入手，讲求船坚炮利的功效，讲求职业技能的培训，这是舍本求末的做法。

梁漱溟从丹麦教育举措中得到启发，主张走精神修养之路，倡导精神陶冶之法，“始终以人生行谊教

育为基点而发达其他知识技能教育”②。这是乡村建设的正途，也是修养共同体建构的着力之处。

三、朝会: 修养的方式

如果说修养的着力点在于陶冶精神，那么，陶冶精神需要有一定的修养方式或形式，比如，通过

举行朝会的方式，使精神保持向上奋发的状态。

朝会是梁漱溟推行的一种教育方式，也是一种修养方式。“但无论如何，朝会必须要早，要郑

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达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③“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

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④每天黎明，召集全体学生，一开始静

默反省，随后梁漱溟讲话，谈心得体会，多半有感而发。有的学生听得入味，深有感触，把梁漱溟的

讲话记录下来，整理成文，这些纪录就成为了朝话。在乡村建设期间，梁漱溟几乎每天举行朝会，很

少间断。

朝会的来历与梁漱溟的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梁漱溟期待复活古代的讲学风气，跟一些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读书，共同生活，共勉互进。1925 年，梁漱溟和师生 10 来人，包括熊十力、王平叔、

黄艮庸等人，在北京什刹海租房。早晨起来，大家在月台上团坐，大多时候是静默静坐，有时也讲

话，相互鼓励鞭策。1926 年，梁漱溟和熊十力、卫西琴等师生朋友迁居至北京西郊大有庄，继续过

团体读书生活。通过团坐或朝会，共同体成员读书明志，励志修养，心志相通。“在朝会上的精神如

何，与这一整天大家( 师生) 的精神都相关系。即朝会作得好，则这一天大家的生活都要自然温润

些，奋勉些。”⑤朝会是一天的开始。朝会的精神状态积极向上，给共同体成员一种集体的精神

激励。

梁漱溟离开北京大学后，一直在寻求合意的修养共同体生活方式。经过什刹海、大有庄的团体

生活的短暂试验，梁漱溟心目中关于修养共同体的理念越来越明确。到了乡村建设时期，他的修养

共同体理念已经成形，并开始付诸实施。

团坐或朝会既是一种讲学方式，也是一种共同体生活方式。参与朝会的过程，就是参与集体修

养、参与共同体生活的过程。梁漱溟认为，个人修养需要朋友的帮助，需要过集体生活。朋友之间

的集体生活作为修养功夫，有助于提升个人的修养成效。“集体( 群的) 生活，每每较之零散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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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趣味，易得精进向上。”①朝会式的集体生活是一种修养的功夫。

除了朝会以外，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办学实践，处处体现修养共同体的理念。例如，乡村服

务人员训练部学生四十人编为一个班级，每个班级配备班主任和助教。班主任与学生一同起居，一

起饮食，结成朋友关系。所有学生都同作同息，步调一致，同处共学，共同生活在师生关系融洽的修

养共同体之中。在集体生活中，朋友团体的生活是比较理想的环境，不仅有助于个人修养的增益，

而且有助于他人的人格造就。在理论上，“靠朋友的好处，以融化感应自己的缺短而得其养”②。在

修养共同体的生活中，可以找到有真志趣的朋友，这些朋友类似多面镜子，帮助个人找出自己的毛

病和弱点，调理自己，积极向上。

朝会作为修养方式，其特征在于养成教育。“办法不是在说服，办法还是在养成。”③在一个友

爱的集体环境中，涵养个性，扩充生命力量，使团体式的朝会变成共同体的养成教育活动。

四、修养话语体系的意义

第一，从修养观的角度来观察乡村建设，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视为修养共同体建构的过

程。这是对乡村建设运动定位的新认识，体现 20 世纪 30 年代乡村建设的当代意义。修养共同体

建构的思路和举措在当代中国仍具有参考价值。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日渐复兴，随

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推进，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建构修养共同体的实验越来越显现出当代的价

值: 我们不仅需要建设山清水秀、和谐文明的乡村共同体，而且需要建设有修养、有气度、有生命力

的乡村共同体。

丹麦学者曹诗弟( Stig Thoegersen) 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教育改革运动。乡村建设

者“尝试着通过教育的手段实现对乡村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建”。“乡村建设运动的

目标则是要把整个国家变为一所学校，在这里，所有的人民都将学会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过自己的

生活。”④把乡村建设定义为乡村教育，曹诗弟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梁漱溟热衷于建设乡农学

校多少证明乡建即乡村教育观点的合理性。但是，从更深层次看，在教育领域，梁漱溟强调情志教

育甚于知识教育，强调生命教育甚于技能教育⑤。无论是情志教育，还是生命教育，都需要持续的

修养功夫。因此，我们更愿意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阐释为修养共同体的建构。梁漱溟既延续传统

儒家的修养观，又结合科学、民主等现代最新成果，发展出一套修养共同体建构的话语体系，超出乡

村教育的笼统看法。

第二，在乡村建设期间，梁漱溟建构起一套儒家修养话语体系，包括修养的作用、修养的着力

点、修养的方式等内容。这套话语体系为乡村建设中修养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理论依据，为我们重新

审视乡村建设的当代意义提供有益的观察视角。

在这套修养话语体系中，梁漱溟看重团体生活对于自身修养的作用。个人的修养过程，离不开

团体的帮助。团体的帮助包括指点、批评、讲学、参与社会运动等。在一定意义上，修养共同体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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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是讲学与社会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因此，梁漱溟的修养话语体系本质上是建构儒家修养共同体

的话语体系。

就修养话语体系的系统性来说，冯友兰的境界说比梁漱溟的修养观更加系统。冯友兰区分四

种境界，其中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的达成无需人做有意识的修养功夫，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则不

同，它们“是精神的创造，不是自然的礼物”①。达成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需要两种修养功夫，即觉

解和用敬。人对于所做的事情有觉解，领会其道德的意义，他便处于道德境界之中。如果没有用敬

功夫的支撑，他所处的道德境界是一时的，很容易消失，无法持久。一旦用敬，时时注意此等觉解，

以保持此种境界，使他常住于道德境界之中。冯友兰的境界说包含儒家修养话语体系。从学理上

看，冯友兰的修养话语体系的论证更加系统和规范，梁漱溟的论证带有自己的感悟和体验的意味。

第三，梁漱溟的修养话语体系一方面继承传统儒家的道德修养的做法，例如，注重修己以安人，

注重道德反省; 另一方面，它有超出传统儒家修养观的地方，例如，梁漱溟看重启发普通民众的深心

大愿，走平民化、大众化的修养之路。又如，他注意从丹麦的教育实践中吸取经验，融化于乡村建设

的实验中，发展出精神陶冶说。

从平民化修养话语体系的建构来看，梁漱溟的工作并不是个案。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是另一个著名的案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现代中国修养话语体系建设的范本，构筑起一

个完整的共产党员修养话语体系。与此不同，梁漱溟在乡村建设期间建构的是儒家修养话语体系。

两者在价值取向、修养的着力点上都有不同。相比之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更注重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修养与党性锻炼。“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

民，为了革命的实践。”②共产党人的修养服务于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视作修养共同体的建构，这个建构仍然是重整儒家生

活世界的组成部分。

( 责任编辑: 杜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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